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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改革开放初期中外法律交流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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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1979-1981 年是中国法治的历史性时刻。我愿意提供⼀个简短的回忆录

，与⼤家分享参与这段历史的经历。 

 
更新于 2017 年 1 ⽉ 6 ⽇ 07:19  

纽约⼤学法学院教授 孔杰荣（Jerome A. Cohen） 为 FT 中⽂⽹撰稿  

1979-1981 年是中国法治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正值邓⼩平“改⾰开放”初期，中国

共产党⼀步步创建了⽂化⼤⾰命后的法律制度。若要全⾯记录这个令⼈兴奋的

时代，势必需要⼀部鸿篇巨著。在此，我愿意提供⼀个简短的回忆录，就我⾃

⼰有幸参与这个令⼈兴奋的历史时刻的切实经历，与⼤家分享。 

⼀、交流的开端：“破冰”之旅 

我⼀直在积极寻求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契机。孔⼦⽈，“三⼗⽽⽴”，三⼗岁的

我是加州⼤学伯克利分校⼀名年轻的法学教授，决定投⼊中国法的研究。1960

年 8 ⽉ 15 ⽇上午 9 点钟整，我第⼀次开始学习中⽂。没多久我便有了住在中国

，从⽽更快地学好中⽂的打算。但当时中美两国政府对两国⼈民的互访添设了

重重障碍，更不⽤说准许我住到中国学习中⽂。不过，我仍然提笔写信给⽑泽



	 2	

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希望他们可以破例邀请我到北京。但不出所料，我的多

番尝试都没有成功。直到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2 ⽉在北京展开中美关系的“破

冰之旅”后，我到中国学习的计划才出现转机。“破冰之旅”三个⽉后，应中国科

学院的邀请，我和我夫⼈、中国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以及

⼏名美国专家，在中国进⾏了为期⼀个⽉的访问。 

这对我⽽⾔是⼀个重⼤的突破，此⾏最⼤的亮点是我与周恩来总理的交流，晚

餐时我与总理相邻⽽坐，⾜⾜进⾏了四个⼩时的对话。遗憾的是，除了⼀个上

午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的三名成员讨论外贸合同

纠纷外，此⾏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了解当时中国的法律。由于⽂化⼤⾰命尚未

结束，对于⼀个外国⼈竟然会想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周恩来总理（可以理

解地）似乎感到有点困惑，他还暗⽰我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能⽐当时中国的法律

制度要更丰富！当然，我第⼀次访问时没有遇到任何律师或法律教授，因为法

律职业群体⾃ 15 年前的“反右派”运动后就停⽌运作，还在进⾏的⽂化⼤⾰命也

使得法学教育陷⼊停顿，甚⾄于司法部也遭到撤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又多次访问中国。1977-1978 年间，我担任刚接任美国参

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议员的顾问，我们

与邓⼩平总理进⾏了⼀段长达 90 分钟的谈话，令⼈难忘，当时邓在 1976 年⽂

⾰结束后逐渐恢复其权⼒。然⽽，这些访问相对短暂、零星，并且可以理解的

，交流的重点并不在于讨论当时还⼗分贫乏的中国法律发展，⽽着重在中美建

⽴正式外交关系的障碍。 

不久后中国形势发⽣了极⼤变化，在 1978 年 12 ⽉⼗⼀届三中全会上达到⾼潮

。我当时正访问⾹港，我还记得在《⼈民⽇报》上读到，中国共产党决定重新

建⽴⼀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取代“阶级⽃争”的政策，对此我⼗分兴奋。接着

，1979 年 1 ⽉ 1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突然间，我接到很多邀约。在 1979 年冬

春之际，我到中国进⾏短期访问，此时中国政府机构改弦易辙，对外表达出亟

欲与西⽅法律专家和法学院合作的意愿。中国财政部、外交部、北京市和中国

贸促会都邀请我到北京讲课、商谈交流项⽬。当时我已在哈佛法学院教书 15 年

，⽽幸运的是，我已提前做好了利⽤⼀学期的学术休假，到⾹港居住半年的计

划。这使我可以接受中国的这些访问邀约。这样的与中国充分交流的机会，我

⼀等便是⼆⼗年，但我仍对此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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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难得的机会，我不仅开始了解中国逐步颁布⽴法，以及恢复法律制度和法

律教育的计划，我还被邀请⼀同协助这⼀极具意义的过程。例如，由于财政部

当时⾯临巨⼤的政府压⼒，必须尽快创造⼀个税收制度，使急切的外国投资者

有法可依，中国国家税务局便同意与哈佛⼤学法学院的国际税务项⽬合作，在

⼤连举办⼀个为期四周的夏季培训，共召集了 125 名中国税务官员和⽼师们参

加。⽽这个项⽬安排⾮常紧凑，每周上课 6 天，每天 8 ⼩时，⽬的在于及早协

助中国拟定当时不可或缺的法律。 

同样地，中国贸促会被指派必须尽快协助⽴法者出台中国第⼀部关于外国直接

投资的法律。贸促会便请我在北京组织为期⼀周的讲座，由美国国际律师介绍

外国公司希望中国创建的各种投资政策和措施，这个项⽬也有⼤批中国经济事

务官员和学者参与。如同我们的税务培训项⽬，这样的交流很快体现在了中国

的相关⽴法中，促成了第⼀批中外投资项⽬的顺利开展。1979 年 7 ⽉ 1 ⽇，中

国颁布了七项法律，这是全国⼈民代表⼤会在间隔多年后⾸度出台的⼀批法律

，其中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7 ⽉ 1 ⽇恰巧

是我的⽣⽇，我对此感到⼗分开⼼！可惜，第⼆天《纽约时报》的封⾯报道错

误地宣称我是中国新的投资法的起草者。记者并不了解我只是安排关于合资企

业国际经验的培训，竟误以为我起草了整部国家法律！ 

这些令⼈兴奋的活动使我对中国法的研究兴趣倍增！但由于不能住在中国，我

必须经常从⾹港往返内地，⽽这些来来去去的旅程也颇为不便。这对我的学习

、教学和友谊也都平添了阻碍，让我感到相当沮丧。我想在中国长期⽣活和⼯

作的愿望，在当时仍难以实现。所有渴望与我合作的中国政府机构只愿意承诺

短期、零星的合作。当我探询是否可以进⾏更多合作的可能性时，他们变得⾮

常谨慎。当时邓⼩平的“改⾰开放”才刚开始，没有⼈知道这政策可以持续多久

。1979 年之前，中国政府政策像钟摆⼀样左右摆动。中央政府官员受过去政治

运动的负⾯影响，没有⼀位愿意冒险邀请⼀位外国法学教授来华居住，特别是

来⾃世界领先的资产阶级国家。 

幸运的是，我在哈佛的中⽂教师很同情我的经历，表⽰愿意帮助我，并向我介

绍了⼀位朋友名叫肖秧，肖秧是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的负责⼈，当时北京市

经济建设总公司刚刚由北京市政府经济委员会成⽴，作为与外国公司做⽣意的

机构。肖秧是四川⼈，⾮常聪明和友善，曾在东德莱⽐锡学习⼯程。他不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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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渴望成为新⼀代中国经济的改⾰者之⼀。他意识到法律对于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认为有必要对经常进⾏外国商务谈判的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和其他部

门官员进⾏专业培训。于是，我们很快达成了“双赢”的合作协议，我得以藉此

机会到中国长期居住。 

⼆、官⽅层⾯的法律交流：官员培训 

我同意从哈佛⼤学休假⼀年，为了能整年在北京为 30 名北京政府官员提供每周

9 ⼩时的课程，介绍国际商法和争端解决。我培训的官员年龄⼤多在 25 ⾄ 50

岁之间，也都已经开始处理对外的商业合同，包括销售、采购、技术授权、合

资企业，外国全资⼦公司和其他类型的交易。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中国官员只能

从⼯作中抽空来上课，也很少有⼈会说英⽂，所以我必须使⽤中⽂教学。这对

我和他们来说是双重的挑战。虽然我当时担任著名的国际律所⾼特兄弟律师事

务所（Coudert Brothers）的顾问，但我和我在⾼特两名⾮常能⼲的同事——倪

有⽂（Owen Nee）和欧伦斯（Stephen Orlins）——从来没有⽤中⽂教过法律课

程的经验。此外，当时中国的系列法规才刚开始陆续颁布，要把我们熟悉的英

⽂法律词汇翻译成对应的中⽂并不容易，我们当时不得不绞尽脑汁、别出⼼裁

。直到中国的相关法规出台后，我们才终于能够确定⼀套标准的中⽂法律术语

。 

当然，蒋介⽯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在 1949 年内战战败逃往台湾之前，在⼤陆已

经发展出⼀套完善的中英商法词汇，但并⾮所有的⽤语都被保存了下来。新的

法律制度在 1950 年代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加之在 1979 年之前，中国跟⾮共

产国家进⾏的商业交易⾮常有限。例如，中国之前使⽤的“契约”⼀词，在 1949

年后就不⽤了，取⽽代之的是“合同”。此外，我们也不能期待中国国内的译者

可以提供多少协助。当然，当时也有⼀些中国法学教授，尤其是在 1949 年前受

过教育（多半在国外留学）的资深教授，是⾮常博学的双语专家。在 1979 年，

中国才刚刚开始恢复正式的法律教育，虽然我们可以培训官员，但政府还不允

许我们和法学教授接触。如果当时我们可以请这些法律学者帮忙的话，他们应

该会很乐意协助。所以，我们不得不请⼀位翻译帮忙，虽然他是不错的翻译，

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律训练，也不具备英⽂法律术语的知识。在我们的讲座中，

他坐在我们⾝边，与作为我们“学⽣”的其他政府官员⼀起学习，只能偶尔协助

我们澄清难以表达的复杂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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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也得到了北京⼤学出版社的⼀些协助。北京⼤学出版

社针对我的建议和北京市的要求，迅速翻译、出版了⼀本关于合同和相关主题

的英⽂书。这本书是⼀些美国商学院使⽤的教科书，我认为很适合⽤来为零基

础学⽣解释法律。另外，我们也⽤⼀些实务上使⽤的中⽂合同作为补充教材，

在课堂中逐条讨论其中的条款。 

我和同事倪有⽂、欧伦斯许久后才知道，我们教学的笔记其实已经跨出了市政

府分配给我们的位于北京玻璃⼚的临时教室，有的甚⾄在其他⾼级经济官员间

流传，这些官员后来告诉我，他们经常研究这些笔记，以便更深⼊了解商业法

律。由于我们 1979 ⾄ 1980 年的培训相当成功，后来北京市要求我们再花⼀年

时间培训第⼆批官员。为了完成第⼆批培训，我只好设法说服哈佛⼤学法学院

延长我的学术休假，让我可以在中国再待⼀年。 

当时，因为中国经济官员突然必须与希望做⽣意的外国公司及外国政府打交道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法律求学若渴。我还清楚记得，我在第⼀机械⼯

业部的上海⼯⼚与⼀位活泼幽默的员⼯交谈，他想去哈佛⼤学读书，我问他为

什么这么有抱负想学法律。他说：“我在第⼀机械⼯业部的法律和合同部门⼯作

，现在我们每天必须与世界汽车⼯业的巨头谈判，尤其是⼤众汽车公司。但是

，对于在法律和合同部门的我们⽽⾔只有⼀个问题”。他说：“我们对于法律或

合同⼀点也不懂！” 

当然，许多聪明和急切的中国官员学习法律的⽅式，正是投⼊实际的商业谈判

，边⼲边学。我也曾有这样的体验，除了教学之外，那时我⼏乎每天都参与打

算投资中国的外国公司和各⾏业的中国国有企业之间的谈判。北京市经济建设

总公司和我之间的合作有助于这个过程。⼀⽅⾯，我和⾼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

两名同事对北京官员的教学并不收费，所需费⽤也由我们⾃⼰负担。另⼀⽅⾯

，作为回报，北京市政府安排我们在北京饭店长期居住，为我们提供三个两室

套房，由我们⾃⼰⽀付费⽤。在那段时间，北京最困难的职务之⼀就是北京饭

店的总经理，因为在当时的外国游客和他们的中国东道主眼中，北京饭店是北

京当时最好的饭店，每个外国代表团都想住在那⾥。此外，1979 年的北京缺乏

现代办公楼，因此⼤批在华设⽴代表处的外国公司都想利⽤北京饭店设点开拓

商务，甚⾄有⼀些联合国官员和外国使节官员都希望住在那⾥。因此，北京饭

店的房间奇货可居。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分配给我们三个套房，让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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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城市⽇益活跃的国际⽣活中⼼。我和我的夫⼈住⼀个套房，欧伦斯和他

的新婚妻⼦住另⼀个套房，第三个套房就作为我们办公室之⽤，偶尔倪有⽂律

师从⾹港过来时也住这边。我们的⽣活开销则由我们代理的外国客户负担，不

管是⽣活或⼯作，都是⼗分舒适。 

三、实践层⾯的法律交流：商业谈判  

1979 ⾄ 1981 年期间，我参与谈判时完全不见任何中国律师的⾝影。⽽当时，中

国也依然没有律师执业许可制度，因为 1957-58 年间“反右派”⽃争⽽被取消的律

师制度尚未正式恢复。即使在 1982 年 1 ⽉ 1 ⽇，中国律师制度重建后，又过了

许多年，中国的律师才开始经常性地参加到商业谈判中。在此之前，刚刚成⽴

的中国国有企业只能指定⼀些没有正式地接受过法律教育的员⼯担任法律顾问

，尽可能应付商业谈判要求，就好像我在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的“学⽣”⼀样

。 

这种缺乏正式律师代表的现象，有时也令中国的谈判者感到尴尬。得知他们的

困境后，我先提出，我愿意放弃代表外国公司，成为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及

其所属公司的律师。但是，在犹豫⼀段时间之后，我的朋友肖秧说他不能接受

我的建议。上级也没有授权他接受其他逐渐熟悉北京的外国律师的服务。毕竟

，那时中国的“改⾰开放”还太新了，很多⼯作太敏感，⽽我们也没有⾜够的合

作经验，让彼此可以建⽴起牢固的信任 。 

⽽中⽅没有律师代表，其实增加了我⼯作上的困难。我必须向中⽅解释他们⾃

⼰慢慢成形的⽴法环境中出台的相关法律规定、外国和国际法律和惯例等，以

及如何处理我们⾯临的问题、有关议题对各⽅的法律影响是什么、还有各种选

择⽅案的利弊。⼀⽅⾯，我是客观公平的律师，代表渴望赢取中国信任与合作

的外国公司；另⼀⽅⾯，我是美国研究中国法的教授，希望帮助当时的中国建

⽴令⼈满意的法律制度。对此艰巨任务我感到⾝负重任，压⼒倍增。此外，我

也亲⾃检查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并经常补充翻译者的翻译，甚⾄有时候⾃⼰

接⼿这个⼯作。 

中国谈判者学习⾮常迅速。他们仔细研究了我⽅为谈判准备的中⽂和英⽂合同

草案，并逐渐开始从各种外国草案合同中拼凑出他们⾃⼰的中⽂和英⽂谈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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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些版本的条件⽐先前外国公司的版本对他们更加有利。不久，负责批准

谈判⼈员谈定合同条件的中国官员（包括中央和地⽅），开始向中国公司提供

各种合同⽰范⽂本，以便中国公司主动开启各种交易类型的谈判。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合同的模板很快出现，其中还包含了⼀些指⽰和建议，以便中国谈判⼈

员了解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因应外国⽅⾯更改合同条件的要求。例如，在中国

法律规定所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应明定争端解决的仲裁应在中国进⾏之前

，中⽅⼀度要求谈判⼈员尽可能拒绝外⽅所提出的争端应在中国以外仲裁的要

求，却不能让这个议题妨碍合同的签订。 

我记得早年此类谈判的⼀些特点是，双⽅在谈判桌上都萦绕着⼀种可以理解的

不安全感。于中⽅⽽⾔，与西⽅公司建⽴合资投资项⽬是崭新的经验，他们担

⼼遗漏或犯错，甚⾄担⼼会被经验丰富的外国公司欺骗，毕竟双⽅也才刚接触

不久。这种担忧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先⽣于 1979 年 4 ⽉与我见⾯时，便表达

的⾮常清楚。我询问他关于中国闭门起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他说：“

你们外国⼈没有什么好担⼼的。你们在世界各地合资经营已经有好多年经验。

相较之下，我们中国⼈在这样的事情上根本没有经验。” 

事实上，谈判中我们也很焦虑，因为中国持续发展的法律和经济制度当时仍是“

半成品”，且透明度很低。我记得有⼀次，我们试图与北京的第⼀家现代化饭店

谈判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由于这是北京市政府最近组织的⼀家公司，我的客户

需要了解其未来中国合作伙伴的财务和治理状况。然⽽，当我要求中⽅提供资

产负债表及其公司章程时，我被告知这些是“国家秘密”，不能向外⼈披露。后

来，我向对⽅表⽰，希望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项政策，因为没有外国⼈会盲⽬

地投资⼀家不透明的公司，如果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我也必须回到哈佛法学院

教书，因为在“秘密”中不可能有很多商业合作。幸运的是，极端保密的政策随

后很快开始改变，虽然在少数情况下，中⽅仍然拒绝提供他们声称⽀持他们谈

判⽴场的“内部”规定。 

可以预见到，我们的讨论偶尔也出现因法律语⾔翻译困难产⽣的误解。例如，

在我们早期的饭店合同谈判中，我提出我的美国客户必须要求其董事会“批准”

我们正在谈判的⽂件。中国⾸席谈判代表表现出些许民族主义式的不悦，他说

，只有中国投资主管机关才能“批准”合同，外国⽅不能“批准”合同，只能“同意”

或“不同意”合同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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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后，⼀个海上⽯油项⽬的谈判，则提供了另⼀个例证。我的美国客户想

要与中⽅设⽴⼀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由于我有其他会议，不得不在谈判开始

后隔天才抵达。当我抵达后，却被告知谈判⼀开始就很僵，但没有⼈能解释原

因。第⼆天谈判继续时，我很快就发现，僵局的原因是中国海洋⽯油总公司以

为我的客户想要建⽴的不是合资经营企业，⽽是⼀个合作经营企业，这是完全

不同类型的交易，当时并没有法律加以规范。出现这样的混淆是因为这两个结

构不同的合同的中⽂名称⾮常相近（“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整

个第⼀天的谈判就因为双⽅的误解⽽⽩⽩浪费了！ 

另外有⼀些误解不是源于语⾔，⽽是由于缺乏指导各⽅的详细规则。当时不仅

没有关于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且 1979 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很简

短。该法只说明了基本原则，明显是要让之后颁布的⾏政实施条例为其添加具

体意义。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直要到 1983 年 9 ⽉才出台

，⾜⾜花了四年多时间。《实施条例》提供了很多必要的指导，减少了争议产

⽣的可能性，并促使外国投资者参与许多过去不愿意进⾏的交易，使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成为中西合作初期的⾸选投资选择。 

四、学术层⾯的法律交流：翻译出版与引荐留学 

虽然教学和谈判已经让我⾮常忙碌，但我也花时间尝试做其他⼯作。最为突出

的是与中国外语出版社的合作，他们出版了⼀系列我和⼏位律师同事⼀起翻译

中国新⽴法的丛书，这些原本只有中⽂版本的新⽴法很少为外界所了解。我们

⼀同努⼒的第⼀个成果——三卷《中国对外经济法规汇编》的第⼀卷——在

1982 年出版。不久后，我们翻译了刚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随后

陆续出版。这些⼯作，最后证明是⼀项有益的公共服务，也⼤⼤扩展了我的当

代中国法律词汇。 

我还偶尔给北京的⼀些国家和地⽅政府机构讲课，也曾前往上海和天津给这些

主要城市负责外国直接投资的⼤批地⽅官员上课。只要有机会，我尽可能接触

认识法学教授，他们当时逐渐摆脱“⽂化⼤⾰命”的阴影。我还曾遇到了⼏位相

对资深的前律师，他们正在等待政府重新建⽴已停摆⼆⼗年律师执业制度。

1979 年 11 ⽉ 13 ⽇，我去访问刚开始试运营的“北京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因为当地暖⽓还未开放，在那间酷寒的办公室⾥，我经历过了最冷的⼀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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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跟我⼀样住在北京饭店的⼀位德国商⼈，因为与他的中国⼥朋友发⽣关系⽽

被警察拘留。有⼈找我帮忙，希望可以让他尽快被释放，我得知“对外经济律师

事务所”有位法律专家熟悉刑事司法，与公安局有良好的关系。这位知识渊博的

律师并不排斥这样的案件，由于他的帮助，这名德国商⼈获得释放 。 

同时，我也投注了⼀些精⼒去选择第⼀批到哈佛法学院留学的中国学⽣。财政

部是第⼀个表⽰感兴趣的中国政府机构。1978 年 12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志

城先⽣（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积极地响应了哈佛的国际税法研究项⽬（

International Tax Program），这个项⽬每年都会向世界领先国家的财政部门提

出邀请，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派⼈到剑桥参与进阶的税务培训。国际税法研究项

⽬向中国发出邀请以来，总算在第 25 年⾸度收到中国的回应！我们回信说，从

1979 年 1 ⽉初开始，我将在⾹港待⼀个学期。国家税务总局于是邀请我前往北

京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我开门见⼭地问刘志城局长，税务总局僱⽤了多少⼈、

有多少⼈说英语。他告诉我，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有⼤约 20 万⼈，但没有⼀个

⼈说英语。然后，我们同意，除了前⾯我提到的在⼤连展开、为新⽴法奠基的

⼤型夏季培训之外，税务总局应该挑选⼀些年轻官员接受英语的密集训练，以

便他们成为哈佛税法研究项⽬的合适候选⼈，以及未来的国际税务专家。这个

计划迅速开展，不久后，⼀些官员前往哈佛受训。 

其他中国部门很快就表⽰也希望把年轻的法律官员送到哈佛留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要求我⾯试两名候选⼈，争取⼀个哈佛法学硕⼠的名额。其中⼀名是最完

美的候选⼈，因为他的英语能⼒出⾊，相当聪明和活泼， 学术成绩也⼗分优秀

，并且对于他想要研究的内容——国际公法——和研究动机也都说明的⾮常清

楚。另⼀名候选⼈却毫不起眼，我猜想或许他是某个有影响⼒的⼈的侄⼦吧！

最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个候选⼈周晓林，后来他果然表现出⾊，还成

为了著名的国际商务律师。 

不久后，雄⼼勃勃的外交部后与我联系，询问关于选派⼈员攻读哈佛三年法律

博⼠（J.D.）学位的可能性，⽬的在于为外交部培训出⼀位美国法律专家。外交

部还希望我不仅接受其推荐的⼀位优秀的英语⼜译员赵佳（⾳译），还要求我

为她筹募在美国完成学位的法律教育资⾦。这些要求在今天的⼈看来也许⾮常

匪夷所思，但在 1979 年，中国财政可⽀⽤的外汇极少。所幸的是，我说服了⾼

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位睿智的资深合伙⼈ Alexis Coudert，同时也是⼀家促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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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和美国法律交流基⾦会的受托⼈，他给了基⾦会章程条款极为宽松的解释，

以便拨款⽀持这名优秀的⼜译员到哈佛念书！ 

也许，在这个令⼈振奋的时期，我最鲜明的记忆就属⽬睹电视转播的“四⼈帮”

审判。当这个被⾼度报道的审判于 1980 年 11 ⽉展开时，我希望它可以促进⼤

众对法律的了解。《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刚刚在 1980 年 1 ⽉ 1 ⽇⽣效，

尽管审判引发强烈骚动，但我认为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向民众展⽰中国如何

适⽤新法律。不幸的是，主要被告，⽑主席的遗孀江青，在听完⾸席法官解释

辩护律师可以如何协助她之后，⽴刻拒绝了律师辩护。她愤怒地坚持为⾃⼰辩

护，从此公众的注意⼒就从法律程序转移到戏剧化的政治上了。 

更富有教育性的反⽽是让我感到很惊讶的⼀部中国电影，⼏个⽉后在电视上放

映，⽚名叫做《法庭内外》。它讲述了上诉法院的⼀位⼥法官审理⼀个重要官

员的⼉⼦的故事。外部压⼒要求她必须推翻原审有罪判决，但她勇敢地坚持司

法独⽴原则，抵抗政府权⼒的⼲预。我很惊讶地看到，在崭新的法律改⾰时代

才刚起步之时，就有流⾏电影凸显这⼀重要原则。它增强了我对中国法治未来

的期望。 

1981 年 8 ⽉，我和妻⼦——她利⽤在中国的时间进⾏讲座和出版，积极促进中

西艺术家的交流——回到美国。当时，我们感到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史

的新⼀章，并渴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拜访中国。 

（注：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

所所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纽约⼤学法学院博⼠

陈⽟洁译。本⽂仅代表作者个⼈观点。责编邮箱 bo.liu@ftchinese.com） 

 


